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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潜在影响：
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的中介作用研究

付十 1，陈晨 2，喻梦珠 2，金长琴 2，何淦 1，楚翘 1*，何亚平 1*

【摘要】　背景　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首位的癌症，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

力。尽管现有研究表明身体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有促进作用，但其潜在的心理机制尚待阐明。目的　探讨步行

活动与乳腺癌患者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关系，并探索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其中的潜在中介效应。方法　2019 年

4—7 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在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社区管理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入户问卷调查。

共招募 256 例患者，其中 235 例完成问卷填答，应答率为 91.8%。采用国际身体活动问卷长问卷（IPAQ-long）中文版

评估步行活动水平；采用创伤后成长量表 - 简版（PTGI-SF）评价患者创伤后成长程度；采用 20 条目正负情绪量表

（PANAS）评估患者情绪健康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中

的中介作用。结果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力量维度进而促进乳腺癌患者的

积极情绪，间接效应值为 0.07〔95%CI（0.02，0.13）〕；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进而降低消极情

绪，效应值为 -0.13〔95%CI（-0.21，-0.05）〕。中介作用模型结果显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个人力量维度

（β=0.21，P<0.01）进而促进积极情绪（β=0.34，P<0.01）；此外，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β=0.35，

P<0.01）进而降低消极情绪（β=-0.37，P<0.01）。结论　创伤后成长在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影响中起中介

作用。鉴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着癌症患者的长期健康管理工作，在未来的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中，医师应重点将步

行活动作为改善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方式之一。同时，建议将运动干预与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心理干预相结合，以提升

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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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20 年全球肿瘤流行病统计数据（GLOBOCAN 

2020）数据库统计，乳腺癌已成为全球发病率首位的癌

症［1］。我国 2020 年乳腺癌新增病例数占全球乳腺癌新

增病例数的 18.4%，乳腺癌导致的死亡病例数占全球乳

腺癌死亡病例数的 17.1%。因此，我国乳腺癌患者的疾

病预后对全球乳腺癌的疾病负担有着重要影响［2］。从

确诊、治疗到长期的康复阶段，乳腺癌患者常会面临多

种压力，如躯体症状负担、经济压力、人际关系困难、

对癌症复发的担忧等［3］。这些压力源可导致患者出现

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癌症预

后［4］。

近年国内外众多研究显示，运动干预可有效缓解癌

症患者的情绪压力［5］，运动干预使乳腺癌患者获得力

量与支持，同时促进健康生活方式与疾病康复［6］。然而，

运动作用于癌症患者情绪健康的潜在社会心理机制却缺

乏实证研究，阐明运动改善情绪的潜在社会心理机制将

对未来有针对性的发展有效运动干预模式提供依据。

创伤后成长指个体在应对创伤事件造成的压力的过

程中，逐渐体会到一些正向的心理成长。创伤后成长包

含了五个维度：人际关系、新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

改变和对生命的欣赏［7］。第四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

统计手册（DSM-4）已将包括癌症在内的致命性疾病列

为重大创伤压力源。确诊癌症及漫长的治疗过程无疑给

患者带来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然而，有一部

分患者在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渐渐体会到积极的心理变

化。例如，有些患者在应对疾病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自

己的坚强，树立了应对困难的自信；在人际关系上与亲

友的关系更加牢固，同时体会到生命的珍贵，更珍惜自

己已拥有的事物［8］。一项 Meta 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癌

症患者的创伤后成长与积极情绪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与抑郁情绪呈负相关［9］，提示创伤后成长对改善患者

的身心健康有积极意义。

身体活动可能通过促进患者的亲密关系、对当下

生活的珍惜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进而改善情绪健

康［10］。通过身体活动，患者可逐渐认识到自己可以克

服治疗后的各种身体功能障碍、重获身体控制感，并能

够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从而可促进积极的心理成长。一项

Meta 分析结果表明，身体活动可以作用于个体对创伤

事件的认知、情感以及人际互动来促进心理成长［11］。

基于以上实证研究，创伤后成长可能是身体活动促进癌

症患者情绪健康的重要潜在心理机制。

鉴于乳腺癌患者因手术及全身系统治疗（如化疗、

放疗、靶向治疗等）的副作用，常出现疲劳、疼痛、肩

臂功能受限等症状，因而常见的专业运动干预（如瑜伽、

抗阻运动等）难以适用于多数患者。因而，本研究聚焦

于相对灵活简单的步行活动，以社区乳腺癌患者为研究

对象，基于横断面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步

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影响作用，探索创伤后

成长不同维度的潜在中介效应（假设模型见图 1），旨

在阐明针对乳腺癌患者运动干预的潜在社会心理机制，

提升干预效果，为改善患者的情绪健康和生活质量提供

依据。

From April to July，2019，256 breast cancer patients receiving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were recrui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from Shanghai Pengpuxincun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to attend a household survey. Two hundred and thirty-five of 

them who completed the survey were included as final participants（achieving a response rate of 91.8%）. Levels of walking were 

measured using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Long Form（IPAQ-long），posttraumatic growth was assessed 

us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Short Form （PTGI-SF），emotional health was assessed using the 20-item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conducted to test the parallel medi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ween walk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Results　The result of intermediary effect 

analysis show that，walking wa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positive affect through facilitating the personal strength dimen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with an indirect effect of 0.07〔95%CI（0.02，0.13）〕. Moreover，

walking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 of negative affect through facilitating the appreciation for life dimen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with an effect size of -0.13〔95%CI（-0.21，-0.05）〕.  The result of the intermediary model show that，the level of 

walking activity promoted positive emotions （β=0.34，P<0.01）by promoting the personal strength dimen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β=0.21，P<0.01）.  In addition，walking activity decreased negative mood（β=-0.37，P<0.01） by promoting 

the life appreciation dimens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β=0.35，P<0.01）. Conclusion　Posttraumatic growt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s a mediator between walking and emotional health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view of this，physicians from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the institutions responsible for long-term health management of cancer patients，should value walking 

as a potential intervention for improv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the future community health management. 

In addition，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bo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posttraumatic growth，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tervention efficacy.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Physical activity；Emotional health；Post-traumatic growth；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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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 年 4—7 月，采用方便抽样法对

在上海市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社区管

理的乳腺癌患者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纳入标准：（1）

经组织学诊断确诊为乳腺癌，肿瘤分期为 0~ Ⅳ期；

（2）年龄≥ 18 岁。排除标准：（1）有严重精神疾病

或认知功能障碍；（2）语言理解能力差，经反复讲解

仍无法理解研究内容。本研究已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公共卫生及护理科研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

SJUPN-201915）。

共招募 256 例患者，其中 235 例完成问卷填答，

应答率为 91.8%。入组患者年龄为 32~97 岁，平均年龄

（64.2±10.8）岁；平均确诊癌症至今时间（9.2±6.8）

年；其余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详见表 1。

步行活动 消极情绪

积极情绪精神改变

新可能性

生命欣赏

个人力量

人际关系

图 1　假设平行中介模型示意图
Figure 1　Hypothesized parallel mediation model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between waking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表 1　235 例患者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n（%）〕
Table 1　Demographic data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235 patients

变量 构成比 变量 构成比

肿瘤分期情况 受教育程度

0 期 66（28.1） 小学及以下 20（8.5）

Ⅰ期 15（6.4） 初中 104（44.2）

Ⅱ期 58（24.7） 高中 89（37.9）

Ⅲ期 12（5.1） 大专及以上 22（9.4）

Ⅳ期 3（1.3） 当前工作状况

未确定 81（34.5） 全职 7（3.0）

婚姻状况
无工作 / 退休 / 病
假 / 在家工作

228（97.0）

已婚 216（91.9）

未婚 / 离婚 / 丧偶 19（8.1）

1.2　研究方法

1.2.1　 步 行 活 动　 采 用 国 际 身 体 活 动 问 卷 长 问 卷 

（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long 

version，IPAQ-long）［12］中文版评估步行活动水平。该

问卷用于评价工作、交通、家务活动、休闲娱乐四个生

活场景里的步行、中等强度、高强度身体活动的情况。

针对每个生活场景，受试者报告在过去 7 d 内花费在特

定强度身体活动中的总时间。本研究中，主要自变量为

患者在过去 7 d 内进行步行活动的总时间。

1.2.2　 创 伤 后 成 长　 采 用 创 伤 后 成 长 量 表 - 简 版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Short Form，PTGI-

SF）［13］评价患者创伤后成长程度。该量表包含 10 个 

条目、5 个维度，分别为人际关系、个人力量、新可能性、

精神改变、生命欣赏。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0~5 分依

次为“没有（成长）”~“很多（成长）”。量表总分

越高表示患者在相应子维度感受到的成长程度越高。

1.2.3　情绪健康　采用 20 条目正负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14］评估患者情绪健

康程度。正负情绪量表包含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因

子，每个因子各有 10 个条目。其中积极情绪因子由描

述个体积极情绪的 10 个形容词组成，例如热情开朗的。

消极情绪因子由描述个体消极情绪的10个形容词组成，

例如紧张的。该量表采用 5 级评分法，1~5 分分别对应

几乎没有、比较少、中等程度、比较多、极其多。总分

越高表示相应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强度越高。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并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检验主要研究变量（步

行活动、创伤后成长、情绪健康）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与主要研究

变量的相关关系，以识别潜在协变量。此外，为排除中

等强度、高强度活动对情绪状况的影响作用，本研究将

中等强度身体活动和高强度身体活动作为协变量，加入

结构方程模型予以控制。采用 Mplus 8.3 软件进行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检验创伤后成长 5 个维度在步行活动影

响正负情绪中的中介作用。模型拟合采用卡方拟合优度、

比较拟合指数（CFI）、塔克 - 刘易斯指数（TLI）和近

似均方根误差（RMSEA）来评估。通过 Bootstrap 法检

验中介效应，校正的 95% 置信区间（CI）中不包含零

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结构方程模型的各指标相关分析结果　235 例患者

步行活动平均分为 594（132，990）分，人际关系、个

人力量、新可能性、精神改变、生命欣赏、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得分分别为 6（6，6）、6（5，6）、6（6，7）、

6（4，6）、6（6，7）、26（21，30）、13（11，21）分。

各量表得分的相关关系结果：步行活动与人际关系、个

人力量、新可能性、生命欣赏呈正相关（P<0.05）。由

于步行活动与精神改变无相关关系，依据 ANDREW［15］

关于中介效应检验的建议，将精神改变从中介模型中剔

除。步行活动与消极情绪呈负相关（P<0.01），与积极

情绪呈正相关（P<0.05），因此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作

为结果变量同时参与中介模型分析。创伤后成长的各维

度（人际关系、个人力量、新可能性、精神改变、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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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两两呈正相关（P<0.05），积极情绪与步行活动、

创伤后成长的各维度（人际关系、个人力量、新可能性、

精神改变、生命欣赏）呈正相关（P<0.05），消极情绪

与步行活动、创伤后成长的各维度（人际关系、个人力量、

新可能性、精神改变、生命欣赏）呈负相关（P<0.05），

见表 2。

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与各量表得分的相关关系结

果：确诊癌症至今时间、已接受手术治疗、已接受化疗

与消极情绪存在相关关系（P<0.05），婚姻状况与积极

情绪存在相关关系（P<0.05），年龄、受教育程度、当

前工作状况、已接受手术治疗与生命欣赏存在相关关系

（P<0.05），受教育程度、当前工作状况与精神改变存

在相关关系（P<0.05），受教育程度、已接受手术治疗

与个人力量存在相关关系（P<0.05），受教育程度、已

接受手术治疗与新可能性存在相关关系（P<0.05），受

教育程度、当前工作状况、已接受手术治疗与人际关系

存在相关关系（P<0.05），年龄、受教育程度、当前工

作状况、已接受化疗与步行活动存在相关关系（P<0.05），

见表 3。因此，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对确诊癌症至

今时间、已接受手术治疗、已接受化疗的潜在混杂因素

进行控制。尽管肿瘤分期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均无相

关关系，但鉴于以往国外文献曾报告肿瘤分期与患者的

消极情绪存在相关关系［16］，本研究亦将肿瘤分期作为

混杂因素，在结构方程模型中予以控制和校正。

2.2　结构方程模型　最终纳入模型的指标包括步行活

动水平、除精神改变外的四个创伤后成长维度得分（即：

人际关系、新可能性、个人力量、生命欣赏）、积极情

绪得分、消极情绪得分，以及协变量（包括：确诊癌症

至今的时间、已接受手术治疗、已接受化疗、婚姻状况、

肿瘤分期、中等及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模型拟合

结 果：χ2
（20）=28.11，P=0.11，CFI=0.99，TLI=0.98，

RMSEA=0.04，PRMSEA=0.61，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

如表 3 所示，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的总间接效应值为

0.17〔95%CI（0.07，0.27）〕。 创 伤 后 成 长 中 的 个 人

力量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值为 0.07

〔95%CI（0.02，0.13）〕。人际关系、新可能性、生

命欣赏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在控制个人力量维度的中介效应后，步行活动对消极情

绪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表 4）。

步行活动对消极情绪的总效应、直接效应不显

著， 但 总 间 接 效 应 显 著， 效 应 值 为 -0.12〔95%CI
（-0.19，-0.05）〕。 生 命 欣 赏 维 度 在 步 行 活 动 对

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 -0.13〔95%CI
（-0.21，-0.05）〕。而人际关系、个人力量、新可能

性维度在步行活动对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在

控制生命欣赏维度在步行活动对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

后，步行活动对消极情绪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表 5）。

结果模型如图 2 所示，步行活动通过促进创伤后成

长的个人力量维度（β=0.21，P<0.01）进而促进积极

情绪（β=0.34，P<0.01）；此外，步行活动通过促进

创伤后成长的生命欣赏维度（β=0.35，P<0.01）进而

降低消极情绪（β=-0.37，P<0.01）。

3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步行活动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的影

响及创伤后成长不同维度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在控

表 3　人口学资料和临床特征与各量表得分的相关性分析（rs 值）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ample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walk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emotional health

项目 步行活动 人际关系 新可能性 个人力量 精神改变 生命欣赏 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

年龄 -0.28b -0.12 -0.09 -0.08 -0.03 -0.15a -0.06 0.06

确诊癌症至今时间 -0.06 -0.09 -0.04 -0.03 0.04 -0.03 -0.01 0.13a

肿瘤分期 -0.03 0.07 -0.01 0.00 -0.07 0.10 -0.04 -0.06

受教育程度 0.34b 0.13a 0.27b 0.23b 0.18b 0.30b 0.07 -0.08

婚姻状况 0.01 0.05 0.07 0.02 0.05 -0.06 0.15a 0.08

当前工作状况 0.21b 0.15a 0.05 0.08 -0.15a 0.20b 0.07 -0.12

已接受手术治疗 0.07 0.15a 0.14a 0.15a 0.00 0.16a -0.01 -0.13a

已接受化疗 0.13a 0.12 0.12 0.07 0.04 0.12 -0.04 -0.19b

已接受放疗 0.06 0.04 -0.06 0.02 0.06 0.04 -0.02 0.00

注：a 表示 P<0.05，b 表示 P<0.01

表 2　评价步行活动、创伤后成长、情绪健康的各量表得分相关性分
析（rs 值）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cores of walking，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emotional health

项目
人际
关系

新可
能性

个人
力量

精神
改变

生命
欣赏

积极
情绪

消极
情绪

步行活动 0.22b 0.30b 0.32b 0.12 0.34b 0.15a -0.17b

人际关系 — 0.73b 0.74b 0.42b 0.59b 0.59b -0.40b

新可能性 — — 0.73b 0.47b 0.65b 0.57b -0.36b

个人力量 — — — 0.47b 0.59b 0.51b -0.28b

精神改变 — — — — 0.37b 0.34b -0.01

生命欣赏 — — — — — 0.38b -0.43b

积极情绪 — — — — — — 0.09

注：a 表示 P<0.05，b 表示 P<0.01；—表示数据重复未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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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中等强度、高强度身体活动对情绪健康的影响作用

后，步行活动通过促进个人力量维度，进而促进乳腺癌

患者的积极情绪。此外，步行活动通过促进生命欣赏维

度，进而降低患者的消极情绪。

身体活动对于癌症患者情绪健康的改善作用已得到

国内外众多干预研究的证实［5］。然而，其潜在社会心

理中介机制尚不明确。确诊癌症带来的人生不确定性，

及其造成的躯体症状负担和治疗的副作用，常会降低乳

腺癌患者的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而步行活动有利于促

进自我概念的重塑［17-18］，使个体获得正向心理成长，

进而改善情绪健康。一项综合国内外定性、定量研究的

系统综述表明，对于经历过创伤事件的个体，身体活动

可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形成［11］。相比于个人难以掌控的

疾病进程，患者更容易从身体活动中获得成就感、自我

价值感以及对生活的掌控感，从而肯定了自己对抗疾病

的内在力量和信心。本研究结果支持了上述研究结果［11，

17-18］。本研究中，除精神改变维度外，步行活动对乳腺

癌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其余四个维度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分析步行活动与精神改变维度无相关关系的潜在原因可

能为“精神改变”这一维度的文化敏感性情况。创伤后

成长评价中的精神改变维度主要表现在宗教神明方面的

信仰改变，具有较明显的西方文化特征，与我国文化的

适应度不高，因此可能影响了测量效果。

本研究的中介模型结果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表

明创伤后成长的具体维度在步行活动与情绪健康之间存

在中介效应。具体地，步行活动通过个人力量维度的中

介作用促进积极情绪；通过生命欣赏维度的中介作用缓

解消极情绪。通过步行活动，患者可能逐渐意识到自己

具备个人力量来克服治疗后的虚弱、不适，进而促进积

极情绪的提高。此外，患者通过户外步行逐渐回归正常

生活，将注意力从患病的痛苦中转移到日常生活中，有

助于促进对生活的感激和生命的欣赏，进而有助于降低

消极情绪。上述研究结果亦提示，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

消极情绪的影响作用的心理机制可能存在差异，其可能

的一种解释是：对于当下生命的欣赏可促使患者对目前

所拥有的事物更加珍惜和感激，有利于一定程度地减轻

患者的绝望、悲观等消极情绪，但尚不足以显著地提高

积极情绪。而与之相比，个人力量的增长可能更容易激

发患者对未来人生的希望和信心，从而更好地促进了积

极情绪。这一观点有待未来更多的前瞻性研究进行验证。

本研究中，在控制中介因素后，步行活动对积极和

消极情绪得分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创伤

后成长在步行活动影响情绪健康过程中的潜在中介作

用。然而，尚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机制的作用。例如，现

有研究显示，身体活动可促进自尊心［19］、社会支持［20］

和从事身体活动的自我效能感［21］。这些心理过程与个

体的情绪健康也具备相关性，提示这些心理过程也可能

是身体活动改善情绪的潜在机制。未来需要更多干预研

究来揭示身体活动促进癌症患者情绪健康的潜在机制，

并阐明不同机制间的联系，从而为发展个体化精准干预

提供依据。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数据基于横断面研

步行活动 消极情绪

积极情绪

新可能性

生命欣赏

个人力量

人际关系

-0.02

0.18-0.18

-0.12

-0.05

0.35b

-0.37b

0.27a

0.34b

0.25b

0.21b

0.21a

0.03

0.18b

注：已控制中等强度、高强度身体活动对积极情绪、消极情绪

的作用；实线表示回归路径显著，虚线表示不显著；a 表示 P<0.05，
b 表示 P<0.01

图 2　结果模型示意图及标准化回归系数
Figure 2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ith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表 4　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在步行活动对积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posttraumatic growth dimension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alking and positive affect

路径
标准化
效应值

Bootstrap 校
正标准差

95%CI P 值

总效应 0.13 0.07 （-0.01，0.26） 0.06

总间接效应 0.17 0.05 （0.07，0.27） <0.01

步行活动→人际关系
→积极情绪

0.03 0.02 （-0.01，0.07） 0.13

步行活动→个人力量
→积极情绪

0.07 0.03 （0.02，0.13） 0.01

步行活动→新可能性
→积极情绪

0.05 0.03 （-0.01，0.11） 0.07

步行活动→生命欣赏
→积极情绪

0.01 0.03 （-0.04，0.06） 0.64

直接效应 -0.05 0.05 （-0.14，0.05） 0.37

表 5　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在步行活动对消极情绪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posttraumatic growth dimension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walking and negative affect

路径
标准化
效应值

Bootstrap 校
正标准差

95%CI P 值

总效应 -0.10 0.07 （-0.23，0.04） 0.15

总间接效应 -0.12 0.04 （-0.19，-0.05） 0.01

步行活动→人际关系
→消极情绪

-0.03 0.03 （-0.08，0.02） 0.21

步行活动→个人力量
→消极情绪

-0.03 0.03 （-0.07，0.02） 0.31

步行活动→新可能性
→消极情绪

0.07 0.04 （-0.01，0.14） 0.08

步行活动→生命欣赏
→消极情绪

-0.13 0.04 （-0.21，-0.05） 0.01

直接效应 0.02 0.07 （-0.11，0.15）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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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设计，无法验证因果联系以及时间顺序；其次，本研

究中对步行活动的测量依赖于患者的主观报告，可能存

在主观报告偏倚；最后，本研究的样本均来自上海市彭

浦新村社区的乳腺癌患者，研究结果是否能够外推到其

他地区或国家的乳腺癌患者，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本研究结果发现，创伤后成长中的个人力量

以及生命欣赏维度在步行活动促进乳腺癌患者情绪健康

的作用中起到潜在中介作用，表明创伤后成长的上述维

度可能是步行活动促进患者情绪健康的潜在心理机制之

一。因此，未来在癌症康复指导工作中，应考虑在运动

康复干预的同时，配合针对创伤后成长的心理支持和心

理健康教育，以提升运动干预效果，更好地改善患者的

情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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